环境分权是否促进地方政府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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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事权在各层级政府的不同配置，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既有“补偿效应”又有“抵消效应”。文章在详细阐述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在运用中国省际数据测算各省环境分权度的基础上，采用两步法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其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考察期内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之间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动态特征，随着环境分权度的提高，影响效应由“补偿效应”转变为“抵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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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authorit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s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has both "compensation effect" and "offset effect"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In the use of basic China provincial data calculating the environment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two step GMM model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f its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increased before decreasing the inverted "U" typ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decentraliza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 change from "compensation effect" to offse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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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式分权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奇迹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如对环境公共服务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问题[1]。而根植于财政分权理论的环境联邦理论主义，体现的正是以环境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环境保护领域职责与事权的划分。但是，这种环境保护领域职责与事权对地方政府的下放，在人财物上都依附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那么，同样作为公共支出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会受到环境分权怎样的影响呢？

具体而言，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相较中央政府获取本地信息能力更强，因此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通盘考虑，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2-3]。但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地方政府追求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往往重视运输、通讯、能源等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吸引资本流入的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入，对于环境公共服务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入缺乏足够的动力[4]4，也就造成了地区发展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然而，目前中国面临着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环境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环保投入与技术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分权制度下产生的环境分权引起的激励扭曲与约束不足造成的[5]32。并且这种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在不同层级政府进行不同配置的环境分权，也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药方”[6]。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相较于集权体制，环境分权体制可以更有效的改善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公共服务的效率[7-8]。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不否认环境分权对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但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环境分权的管理体制无法对环境污染实现有效的约束[9]107[10]，因此，他们提倡优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环境事务管理机构与人员的配置，改善环境污染，实现地区发展的绿色转型。

但是，环境分权主要是一种事权的划分，地方环保部门行政、监察、检测等依然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对环保部门的投入势必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对科技投入等其他财政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并且，环境分权的不同伴随着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激励，也影响着地区环境的治理方式与规制程度，从而影响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方面的决策。那么在这种环境分权的体制下，环境分权的程度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环境分权度，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关于以上的回答和思考，特别是在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后，对于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大多从负外部性矫正的角度（环境规制[11]44、能源效率[12]、碳税等领域[13]）研究环境问题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尚未有学者从以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正外部性矫正角度研究其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进行探讨。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视角进行探讨，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以及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特性，单纯依靠企业、科研机构或高校对R&D活动投资往往不能够达到社会的理想水平[14]，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对企业R&D活动进行直接资助或者通过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对企业进行间接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对R&D活动的投入也具有杠杆作用，诱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的科技投入总量，从而有助于地区技术创新[15]。

基于此，文章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找出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之间的理论假设。接着，利用中国环保机构人员在各层级政府分布的数据，建立更客观科学地构建契合中国实际环境分权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采用两步法差分GMM模型实证考察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旨在为当前政府对环境事权划分的结构性改革，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促进技术创新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2影响机理分析

作为中国式分权的产物，中国的环境分权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而是一种“事实分权”[5]32。自从1973年中央政府将环境保护建设列入国家基本投资计划预算之中，并在与地方政府关于环境保护职责和事权的划分上，实行“包干补助”的制度，这种“事实上”的环境管理分权的体制开始建立。但这一时期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还不明确，财政上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也弱化了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宏观调控与管理。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主动权，扭转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的趋势。同时，针对环境管理方面，不断提高 环境监管的地位，推进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2008年，中央将环境保护总局改革设置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并对环境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环境保护管理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1.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地位上的上升，直接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调控与干预能力。2.将环境因素纳入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大对地方环境管理实务的转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预算收支不平衡的状况。3.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级体系，在考核上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事项的重视程度。

中国对环境分权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既有 “抵消效应”，也有“补偿效应”，接下来文章从理论上分析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

2.1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抵消效应”
环境保护事务特别是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监察事务，属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领域，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较高。而环境保护事权的过度下放产生的人财物都依附于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将面临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造成地区预算收支的不匹配。而技术创新对于地区短期财税增长贡献较小，在地区财政收支不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的意愿降低，并且这种意愿随着财政收支不匹配度的提高而进一步降低[16]。

同时，在以GDP为核心的晋升体制下，地区的经济增长、税收等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硬性指标[4]4，而科技研发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地方官员往往具有短视心理，将财政支出偏向基础设施等促进短期GDP增长的经济性公共物品上，而忽视科技投入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行为[17]。环境分权度的提高，意味着环境保护事务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地方政府对其他公共物品财政支出受限，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不会减少对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选择减少对科技活动的投入。并且随着环境分权的提高，这种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2.2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补偿效应”
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政府将环境因素正式纳入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大对地方环境管理实务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地方预算收支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有一定的补偿效应。

中央政府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级体系，在考核上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将会对地区企业实行环境规制，提高环境保护水平。环境规制会造成地区企业污染成本增加，地方政府必然会提高对企业“治污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促进企业治污工艺改进。同时，地方政府必然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对企业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创新提供科技资金支持[11]46。并且在分权的体制下，环境分权程度的降低，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角色得到强化，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情况的监督与考核也更加严格。因此，环境分权程度低的地区往往面临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补偿效应”更强。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环境分权造成的收支不匹配与对公共物品的挤出效应，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产生了“抵消效应”，并且环境分权度越高，这种“抵消效应”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分权带来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与环境规制带来的“绿色补贴政策”，对地方科技投入产生了“补偿效应”，并且环境分权度越低，“补偿效应”越明显。

3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3.1模型构建

考虑到政府科技投入可能存在的动态性，如果选取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科技投入的滞后项会与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造成模型估计值的误差。因此本文分别构建静态模型以及含有政府科技投入滞后一期的动态回归模型，衡量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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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i地区t期的政府科技投入；
[image: image4.wmf]it

ed

表示i地区t期的环境分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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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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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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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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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随机误差项。

3.2数据说明

中国的环境分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环境分权事实形成阶段；环境分权框架下的中央集权阶段；环境分权体制的不断改进阶段。2008年后，中国对环境分权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进，改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环境保护部，加强中央对地方环境的干预与调控，优化地方环境治理激励制度。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西藏指标缺省较多，不做考量），以环境分权体制改进的2008年至2014年为考察期，研究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机制。原始数据来源于2009-201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网》。

核心解释变量：环境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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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分权指标的构建具很大难度，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监管与治理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单一环境分权指标很难兼顾所有。目前对于环境分权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从法律制度与事实特征两个方面判定样本是否存在环境分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对环境产生的影响[18]；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指标近似的表征环境分权[4]7；利用中央与地方环保机构人员的分布表征环境分权[5]34[9]109。从法律制度和事实特征来判定样本是否属于环境分权，使得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因为主观因素影响了研究的精度性。利用财政分权近似的表征环境分权，试图用财政联邦主义代替环境联邦主义，忽略了环境保护事务的特殊性，这无疑不利于我们对环境分权进行科学地评估。利用环保机构人员的分布表征环境分权，一方面，环保机构和人员是政府实现环境保护职能的载体，机构与人员在不同层级分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境保护事权的划分，各层次机构和人员的变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事权的变动。另一方面，通过机构和人员的分布衡量管理分权程度也是国际通行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环保机构人员的分布刻画不同层级政府的环境分权。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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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i地区t期的环境分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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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i地区t期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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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式（3）对环境分权进行测算，得到结果如下：

表 1 2008-2014年各地区环境分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北京
	0.868
	0.948
	0.879
	0.836
	0.827
	0.811
	0.841

	天津
	1.163
	1.096
	0.998
	0.945
	0.860
	0.780
	0.745

	河北
	1.469
	1.495
	1.479
	1.533
	1.560
	1.553
	1.510

	山西
	2.290
	2.190
	2.162
	2.102
	2.069
	2.010
	1.947

	内蒙古
	1.500
	1.459
	1.442
	1.425
	1.475
	1.497
	1.498

	辽宁
	1.286
	1.266
	1.248
	1.273
	1.310
	1.295
	1.283

	吉林
	1.381
	1.337
	1.286
	1.249
	1.260
	1.222
	1.263

	黑龙江
	0.895
	0.875
	0.883
	0.879
	0.860
	0.833
	0.819

	上海
	0.719
	0.717
	0.663
	0.629
	0.586
	0.576
	0.569

	江苏
	0.803
	0.806
	0.798
	0.787
	0.786
	0.770
	0.767

	浙江
	0.786
	0.806
	0.777
	0.759
	0.771
	0.765
	0.773

	安徽
	0.634
	0.618
	0.637
	0.624
	0.590
	0.588
	0.575

	福建
	0.667
	0.678
	0.689
	0.702
	0.746
	0.755
	0.772

	江西
	0.772
	0.766
	0.777
	0.767
	0.758
	0.744
	0.728

	山东
	0.908
	0.907
	0.884
	0.870
	0.874
	0.863
	0.843

	河南
	1.533
	1.515
	1.520
	1.523
	1.454
	1.406
	1.406

	湖北
	0.921
	0.893
	0.884
	0.846
	0.818
	0.796
	0.785

	湖南
	0.935
	0.908
	0.911
	0.888
	0.941
	0.919
	0.902

	广东
	0.618
	0.637
	0.634
	0.659
	0.612
	0.628
	0.636

	广西
	0.510
	0.508
	0.533
	0.509
	0.523
	0.532
	0.542

	海南
	1.040
	1.114
	1.144
	1.200
	1.150
	1.100
	1.112

	重庆
	0.599
	0.617
	0.624
	0.606
	0.676
	1.197
	1.307

	四川
	0.597
	0.615
	0.623
	0.658
	0.720
	0.722
	0.790

	贵州
	0.514
	0.523
	0.608
	0.614
	0.692
	0.729
	0.758

	云南
	0.690
	0.688
	0.682
	0.694
	0.753
	0.746
	0.752

	陕西
	1.065
	1.070
	1.044
	1.046
	1.006
	0.984
	0.975

	甘肃
	1.110
	1.096
	1.094
	1.115
	1.098
	1.140
	1.133

	青海
	1.058
	1.118
	1.059
	1.079
	1.033
	1.041
	1.035

	宁夏
	0.941
	0.931
	1.097
	1.193
	0.938
	0.915
	0.878

	新疆
	1.096
	1.132
	1.107
	1.097
	1.110
	1.077
	1.048


同时，为了研究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本文选取环境监测分权指标代替环境分权指标，进行稳定性检验，环境监测分权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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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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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表示i地区t期的环境监测分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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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p

表示i地区t期的环保检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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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p

表示t期全国环保检测人员；其他变量含义不变。

被解释变量。政府科技投入（
[image: image23.wmf]gov

 ），采用各地区人均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表征。其他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image: image24.wmf]gnp

）。采用2008—2014年各省人均生产总值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以2007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做去价格化处理。外商直接投资（
[image: image25.wmf]fdi

）。采用各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表征。市场开放程度（
[image: image26.wmf]mar

）。采用各地区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征。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

	lepp
	1913.72
	15994
	217
	1574.07
	210

	nepp
	55804.43
	59165
	51753
	2761.06
	7

	lesp
	6555.93
	22608
	80
	4781.55
	210

	nesp
	200124.4
	214871
	183555
	11940.45
	7

	pop
	4455.838
	10724
	554
	2671.86
	210

	gnp
	16874.44
	67809.85
	1018.62
	13509.76
	210

	gov
	3.68
	5.84
	1.32
	1.01
	210

	ed
	0.97
	2.29
	0.51
	0.51
	210

	esd
	0.99
	2.46
	0.45
	0.35
	210

	gnp
	2.41
	5.99
	0.89
	0.89
	210

	fdi
	703.00
	3763.94
	8.70
	802.94
	210

	mar
	0.32
	1.89
	0.04
	0.39
	210


4结果分析
4.1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2.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静态面板对式（1）估计。由于式（2）为动态面板模型，文章运用差分动态GMM方法对式（2）进行估计，从而克服由于解释变量和残差项之间的自相关性导致的回归结果偏差。为避免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逐一添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 3 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

	变量
	静态面板
	GMM模型

	
	FE(1)
	RE(2)
	(3)
	(4)
	(5)
	(6)
	(7)

	gov-1
	
	
	0.914***
(54.17)
	0.910***
(49.75)
	0.825***
(38.12)
	0.845***
(38.19)
	0.800***
(30.81)

	ed
	3.070***
(3.19)
	1.476***
(1.69)
	0.148

(1.34)
	0.769**
(2.45)
	0.687**
(2.43)
	0.642*
(1.81)
	0.792*
(1.95)

	ed2
	-1.715***
(-3.89)
	-0.928**
(-243)
	
	-0.324*
(-1.92)
	-0.319**
(-2.36)
	-0.268*
(-1.80)
	-0.346**
(-2.07)

	gnp
	1.897***
(10.19)
	1.331***
(10.83)
	
	
	0.432***
(5.87)
	0.398***
(5.66)
	0.524***
(7.54)

	fdi
	-0.0005***
(-3.32)
	-0.0006***
(-3.95)
	
	
	
	0.0002**
(2.43)
	0.0002**
(2.49)

	mar
	-1.270***
(-3.61)
	-1.121***
(1.48)
	
	
	
	
	-0.388***
(-2.64)

	C
	-1.253**
(-2.08)
	0.785

(1.48)
	0.356***
(2.91)
	0.108

(0.84)
	-0.566***
(-2.81)
	-0.690***
(-2.63)
	-0.752***
(-2.59)

	Ad-R2
	0.466
	0.444
	
	
	
	
	

	Hausman
	0.0000
	
	
	
	
	
	

	Sargan test
	
	
	16.082

(0.138)
	17.204

(0.102)
	13.020

(0.292)
	11.629

(0.392)
	12.617

(0.319)

	AR(1)
	
	
	-2.538

(0.011)
	-2.541

(0.011)
	-2.514

(0.012)
	-2.505

(0.012)
	-2.390

(0.016)

	AR(2)
	
	
	-0.981

(0.326)
	-1.097

(0.273)
	-1.340

(0.180)
	-1.217

(0.224)
	-1.256

(0.209)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括号中数据为 z统计量（2）Sargan检验一栏中列出的为过度识别的检验值，AR(1)、AR(2)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

由表3中Hausman检验发现，在静态面板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在动态面板中，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一阶滞后项对自身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不适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中，Sargan检验的P值在0.102-0.392之间，均接受原假设，即动态面板的工具变量有效。Bond检验中AR(1)均小于0.1，拒绝原假设，AR(2)均在0.1以上，接受原假设，因此样本的残差序列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AR(1)、AR(2)的结果表明模型（3）—（7）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通过表4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通过模型（4）—（7）发现，环境分权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环境分权的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环境分权度的提高，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先提高后下降，也就是说，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的动态特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在环境分权程度较低时，环境保护事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环境保护事务支出依赖于中央财政，由于环境保护支出引起的地方财政收支不匹配的现象不明显，对公共支出的挤占也明显，从而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抵消效应”不显著。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环境管理事务的转移支付，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权。环境集权带来的严格的环境规制，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科技投入，帮助企业改进治污技术，推动企业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绿色技术创新活动[11]。因此，此时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补偿效应”较为显著。但随着环境分权度提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程度降低，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补偿效应”逐渐减弱，同时由于环境分权的提高，地方财政收支不匹配度提高，环境保护支出对公共物品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抵消效应”进一步增强，在环境分权继续提高越过拐点后，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由“补偿效应”变为“抵消效应”。2014年，中国平均环境分权为0.966，低于模型（7）实证发现环境分权的拐点1.144，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这说明，中国目前环境分权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但还没有到达最优点，中央政府还需要将环境保护事权对地方政府进一步下放。

控制变量方面。从模型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往往更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FDI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外资的引进有利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市场环境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环境的开放程度抑制了地方政府科技投入。

4.2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环境监测分权代替环境分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同样运用两步法的差分动态GMM方法，重新考察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

表 4 环境监测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

	变量
	GMM模型

	
	(8)
	(9)
	(10)
	(11)
	(12)

	gov-1
	0.915***
(50.65)
	0.907***
(55.60)
	0.831***
(47.37)
	0.860***
(46.88)
	0.816***
(39.57)

	esd
	0.038

(0.27)
	0.735**
(2.34)
	0.838*
(2.36)
	0.758**
(2.06)
	0.804**
(2.31)

	esd2
	
	-0.351***
(-2.74)
	-0.427***
(-3.31)
	-0.398***
(-3.31)
	-0.459***
(-4.10)

	gnp
	
	
	0.411***
(6.26)
	0.371***
(5.85)
	0.492***
(7.71)

	fdi
	
	
	
	0.0003***
(4.04)
	0.0003***
(4.51)

	mar
	
	
	
	
	-0.426***
(-2.96)

	C
	0.451***
(2.80)
	0.170

(0.87)
	-0.593***
(-2.64)
	-0.770***
(-3.24)
	-0.726***
(-3.09)

	Sargan test
	15.983

(0.142)
	16.910

(0.111)
	17.718

(0.088)
	14.709

(0.196)
	14.354

(0.214)

	AR(1)
	-2.558

(0.011)
	-2.634

(0.008)
	-2.700

(0.007)
	-2.711

(0.007)
	-2.644

(0.008)

	AR(2)
	-0.994

(0.320)
	-1.052

(0.293)
	-1.376

(0.169)
	-1.301

(0.193)
	-1.425

(0.154)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括号中数据为 z统计量（2）Sargan检验一栏中列出的为过度识别的检验值，AR(1)、AR(2)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

由表4，除模型（10）以外，Sargan检验的P值在0.111-0.214之间，均接受原假设，即动态面板的工具变量有效。Bond检验中AR(1)均为0.01，拒绝原假设，AR(2)均在0.1以上，接受原假设，因此样本的残差序列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AR(1)、AR(2)的检验值均显示模型工具变量较为合理。从表5可以看出，环境监测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依然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动态影响，与表4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文章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然而，在与表3得到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时发现，2014年环境监测分权的平均值为0.971，高于模型（12）得到的拐点0.876，位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这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监测分权过高，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环境保护事务主要包括环境行政事务、环境监察事务和环境监测事务，相比对行政事务与监察事务，环境监测事务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更高，从而会占用更多的地方财政支出，对其他公共产品的挤出效应也更加明显，因此，环境监测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有着更显著的“抵消效应”。此外，由于环境监测数据是直接反映地区环境状况的指标，对于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考核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修改调整”监测数据，分权带来的环境规制对地方企业的真实约束也将减小，真实的“补偿效应”也低于理论值。因此，环境监测分权的拐点小于环境分权的拐点，也就造成了环境分权促进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但从环境监测分权的角度却抑制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结果。

5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科学有效地在中国环境分权体制下，提高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文章从理论上分析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机理，通过2008—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各省环境分权度，并运用两步法GMM模型实证考察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的动态特征，在环境分权度较低时，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和生态考核以及下地方政府对地区环境规制带来的“绿色创新补贴”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产生了“补偿效应”。随着环境分权度的提高，环境保护事务支出引起的地方财政收支不匹配以及在“晋升锦标赛”挤占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产生“抵消效应”。随着环境分权度进一步提高，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效应由“补偿效应”转变为“抵消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FDI可以有效的促进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市场开放程度对地方科技投入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惯性，滞后一期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会受上一期投入的影响。立足于本文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或启示：

目前，中国正处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期，适度的环境事权划分不仅可以有效遏制地区环境污染，也一定程度上提高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促进地区科技创新。依据实证结果，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存在拐点，因此，把握好分权程度至关重要。文章认为环境分权程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加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事务的职责范围，特别是在环境规划、投资以及行政法规等环境行政事务方面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但对于环境监测事务以及环境监察事务，要加大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力度，弱化地方政府的干扰，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同时，中央政府要健全环境管理的配套机制。一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生态考核和生态转移支付，增强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补偿效应”。另一方面，对于环境事权的划分，要因地制宜。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提高环境分权程度，充分发挥其资金、人才、技术优势，提高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促进作用。对于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政策倾斜，要加强对环境的干预力度以及对地方生态的转移支付，减弱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抵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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